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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重振”与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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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西学话语、国学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交织中，处于弱位的国学话语不仅是重铸国魂的文化途径，也是

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触媒和介质，要求翻译主体不仅要具备“打通”中西的能力，还要

具备“参互”古今的文化内省能力，只有加强国学素养的培育，才能面对业已出现的人才培养的困境，完成对翻译

专业人才完美人格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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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器物层、制度层、观

念层、价值层等各个文化层面一直受世界上占主导地

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文化领域由于中国传

统、西方古今与意识形态三方话语的紧张冲突，加之

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出现了古今、

中西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面临着文

化转型的困境[1]。我国高等院校按照西方学科分类的

体制，人文学科中文、史、哲三科分列的弊端日益显

现，而跨越两种语言、文化的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也

似乎进入了瓶颈期。一些具有进步文化意识的专家学

者指出，面对这一教育弊端，唯有遵循“吾道一以贯

之”(《论语·里仁》)，以“道”为逻辑起点的国学才能提

供综合性教育，培养基础厚实、适应面宽广的新型人

才[2]。 
 

一、“翻译转向”与国学重振 
 

在人类的生存斗争中，翻译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

的语言转换行为，更是人与自然对话、人与存在对话

的场所。21 世纪，人类生存的出路在于“进行对话，

而非战争；走向‘翻译转向’”[3]。翻译的目的在于引进

新的话语机制，激活母语文化的僵化状态，翻译中自

我立场和自我身份界定问题成为我们正确书写文化符

码的先决条件。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历史语境下，我们

不能置西方于自我视野之外，但也不能丧失对自身文

化的“阐释焦虑”，而对自身文化的阐释使得我们必须

要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国学中做一番梳理和重新

定位。 
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重建民族精神，发挥民族文

化生命的原动力，实现文化意义的命名和精神价值的

重估，成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学

术追求，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欧美中国研究

界一代大师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明确指

出，中国古代思想是解释中国文化定向的信心所在，

他深信这种精英的思想在随后而来的时代中，无论对

统治阶级还是对普罗大众的文化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4]。 
在东西方跨语际话语运作的全新尝试中，中国学

术命脉的整体走向是一种对东西方话语、范式互相冲

突、互相渗透的历史回归。 在西学话语、国学话语和

意识形态话语的交织中，处于弱位的国学话语不仅是

重铸国魂的文化途径，也是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

《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

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有“国学者，在国城中

王宫左之小学也”。当时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
族子弟学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则是晚

清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中西学术

交流日益频繁，与“西学”相对应的“国学”主要指中国

学术文化的全体，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包

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我们今

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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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学问”[5]。 

国学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精髓，成就了中

国之为中国，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和
“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也即胡锦涛同志十七大

报告中的“文化软实力”。目前，弘扬民族文化软实力

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问题，提高文化软实力就是

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

代文明相协调。中国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

力”[6]。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的文

化典籍要对外传播必须要依靠翻译才能得以实现。历

史的任务对翻译专业人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翻译人

才在从事中西“打通”工作的同时，还必须要“参互”古
今。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培育，

而是要实现翻译美育。 
 

二、翻译专业人才应当“打通”中西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日趋广泛、深

入，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国际会议与合作活动增长迅猛，

对于高素质、经过严格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需求迫切，

因此国内一批外语专业院校以及综合院校纷纷成立翻

译学院系，开设翻译学研究生和本科生课程。2007 年

1 月 23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票通过在中国设立“翻
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全国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

学、中南大学等在内的 15 所高校获“翻译硕士专业学

位”试办权。这充分说明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步

从外语教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逐步成熟走向独立

的学科体系。翻译作为独立的学科给传统的外语教学

带来了挑战，但同时，翻译教学应该如何顺应形势的

发展，也成为摆在翻译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问题①。 
翻译实践勾连两种语言和文化，要求译者从事“打

通”中西的工作，而涉及翻译学科本体的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就需要培养学生这种“打通”中西的学术素养。

“打通”中西的学术素养不仅仅在于对语言的习得，更

在于对语言接触历史中具有共性的东西进行提炼和归

纳。唯如此，翻译专业人才才能真正肩负起促进中西

方对话的重任。对西方的体认，不仅包括对西方语言、

文化本体的关注，也包括对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的确

认，从而真正做到发展自我。目前习见的翻译研究路

向是用外国理论把中国的文本当作材料来研究的书写

模式，更有甚者，一些翻译专业人才对西方翻译理论

能详熟于心，对中国传统翻译理论资源却说不出所以

然。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学术界的深思，这种学术偏

见的灾难性后果从严复翻译理论引发的一段学术公案

可窥见一斑。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

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严复将“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引进中国，向全中国敲响

了祖国危亡的警钟，震动了古老的神州大地。在《天

演论·译例言》中，严复运用中国古典文论思想，吸收

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

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旗帜鲜明地指出：译事

三难，信达雅，成为中国传统翻译的理论核心和中国

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7]。无独有偶，早在十八世纪，

英国的泰特勒(Alexander Fraser Tytler)在其所著《论翻

译的原则》(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书

中提出著名的“三原则”：翻译应是原著思想内容的完

整再现；翻译应具备原著所具有的通顺；译文的风格

和手法应与原著属同一性质[8]。1929 年，商务印书馆

出版周越然编《英语读本》，认为严复三字诀本于Tytler
的“三原则”。钱钟书曾引用吴汝纶答严复的信，证明

指出，严复“雅”的标准是受吴汝纶的影响，“吴不懂外

语，对远离原作也就没有不安；身为散文巨子，他自

然地将风格想象为擦玻璃或抹地板之类工作的结果”，
但“严复很可能根本没听说过泰特勒的《论集》[9]”。
然而，由于周越然的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教科书，

他的意见广泛流传开来，甚至上个世纪末，国内仍有

学者认为严复“信达雅”系抄袭泰特勒的“翻译三原

则”。通过对二者翻译理论的深入分析，不难看出，泰

特勒的翻译原则主要针对文艺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

但他的原则广义地说适应于所有的翻译，他强调原文

读者和译文读者反应应当一致，而严复所标举的翻译

原则发端于中国古代佛典翻译。“抄袭之说是对西方译

论盲目推崇，对中国译论缺乏信心的必然结果”[10]。 
相通性是翻译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不同的语言

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同的翻译思想。但

这种不同多为表象，虽然中西翻译理论家各有各的译

论术语，各有各的翻译经验，对待翻译问题也各有各

的理论取向，但在认识论的深层，他们在对诸如翻译

原则、方法、标准、操作规则、程序以及翻译类别等

等的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因此，严复

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属于人类翻译思

想“共振”；反映出翻译思维模式中的内在共性。中西

译论发展历史互为独立，彼此间却又存在如此“共振” 
“共性”，这恰恰说明翻译是一项有规律可循的活动，

这种规律是客观的，跨越不同语言文化的。 
傅雷 1963 年 11 月 3 日在与傅聪的通信中谈论中

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时说，“真了解西方的东方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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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东方人的西方人，不是没有，只是稀如星凤。对

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绝不会变成

包袱，反而养成一种无所不包的胸襟，既明白本民族

的长处短处，也明白别的民族的长处短处，进一步会

截长补短，吸收新鲜的养料。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

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翻译学科应当致力于

培养在实践和理论素养方面的“打通”人才，而中西“打
通”首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国学的知识能

够造就翻译专业人才在学术上和操行上的“无所不包

的胸襟”[11]。 
 

三、翻译专业人才应当“参互”古今 
 

翻译不仅包括从一种语言体系到另一种语言体系

的“语际翻译”，还包括同一语言体系内部跨越不同历

史时期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沟连着异质的语言，

是世界与另一个自我之间以及自我与自我之间的转

化，是精神与精神之间的沟通和交融，而“语内翻译”
则是自我在精神作用下的语内转换，是“文化世界对人

的精神本身的容纳、宽容或含有”[12]。早在一百多年前，

基于《史记》与《尚书》的传承关系，梁启超指出，“翻
译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内翻外。以今翻古者，

在言文一致时代，最感其必要。盖语言易世而必变，

既变，则古书非翻不能读也”，语言内部的今古转换不

仅必须，而且是“翻译作用之一种，使古代思想融为‘今
化’”[13]。翻译实践不仅跨越地缘关系，而且跨越时空，

仅仅具备“打通”中西的语言、文化素养远不能成为优

秀的翻译人才。优秀的译员还需具备“参互”古今的能

力，使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充分显露，使理解源泉不

断涌现，使意想不到的意义关系得以展现，以实现古

今、中西跨越的圆融无碍。国学所涵盖的文化传统作

为无形的符号，必须经过“现实”的途径，进行创新、

转化，才能成为“软实力”，而这种创新、转化的过程

也就是文化穿越时空得以被翻译的过程。 
优秀的翻译人员不仅应当具备悠游在异质语言与

文化中的能力，而且应当具备娴熟的语内转换能力。

高级口译 2004 年 9 月的试题中考了一段老舍 40 岁时

写的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舒舍予，字老舍，

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

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

特别孝爱老母。”其中，“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

之年，帝王不存”一句包含两个古汉语习见表述：“失
怙”和“志学之年”。《正字通》有，“怙、恃二字，分言

之，父曰怙，母曰恃……合言之，父母通谓之怙。”

因此，译者可由下文的“可谓无父”猜知“怙”即“父”，
而“志学之年”一词的上下文信息含量不足，多数考生

就想当然地根据自己的理解译为“when I was old 
enough to study”或者“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而

正确的译文应当是“…I am fatherless, since my father 
died when I was three. I don’t have an emperor, for the 
emperor was dethroned when I was 15.”古人的年龄称

谓大多根据不同年龄的生理特征而命名，如：人初生

叫“婴儿”，是因为人初生需要抱在胸前喂奶，婴可与

膺通假，膺者胸也，婴儿即为抱在胸前之儿；七岁叫

做“龆龀”或“毁齿”，因为正是换牙时期。也有一些是

因袭前人所言而成为固定称谓的，我们现在常说的“而
立之年” “不惑之年” “知命之年”，来自于《论语·为政

篇》：“子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

矩。”因而，“志学之年”指男子十五岁。译者基本国学

语言功底的缺位，造成了信息传递的失误，在向西方

读者传达信息时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 
国学的缺位不仅造成语言理解的困难，也会造成

对传统翻译理论的误解甚至曲解。中国传统翻译理论

发端于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佛典翻译，而中国古代文论

则是其催生土壤，几乎所有的传统译论命题都有着哲

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

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自道安的“案本而传”以
降，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
理论等等，皆与我国的传统诗、文、书、画论有着难

以割舍的联系[14]。这些译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和

显著的文论色彩，要实现其现代转型，必须从历史文

化的整体观照和哲学·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古

代的翻译理论资源。 
国学传统的缺席，容易造成对中国古代翻译理论

资源的误解，使翻译学界在国际学术范式中处于“失
语”的窘境。严复“信达雅”的“雅”字脱胎于中国古代文

论，国学理解的失误常常导致人们对严复翻译理论的

攻诋。要正确理解严复的翻译原则不仅要回到严复的

时代，分析严复翻译社会科学巨著的动机，还要回到

中国文论的源头《易经》——“《易》曰：修辞立诚。

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

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

尔雅。……”[15]严复所言“雅”是“尔雅”，指译文本身的

古雅，是“汉以前字法句法”。他所针对的读者是当时

的士大夫，因而，“尔雅”的文法是严复传播西学的“糖
衣”。 

翻译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迁移活动，其作

用在于将原语中体现的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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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语言间穿梭、在两种文化中旅行，要求从事这

一工作的主体对语言差异、文化差异有高度的敏感。

译者是文化交流的媒介，不仅应当体认“他者”的语言

和文化，更要深切体察本国的学术传统，肩负起“打通”
中西、“参互”古今的重任。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

想变迁之大势》中说，“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

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16] 
在学科分支日益精细的当代，人才培养应跳出

“技”的层面，转向对“道”的培育和养成。翻译学人才

不仅应具备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更应具备深厚的国

学功底，发挥综合提升，弘扬民族精神的使命。不管

要继承自我传统，还是要吸收外来文化，最简捷的道

路，便是直接从各民族的经典之中汲取其民族的文化

源头活水。翻译专业的人才培养，不仅要返回到中国

传统文化中汲取学养，更要从中取益，实现完美人格

的塑造。新时期的翻译人才培养应当突破语言养成的

层面，注重学习者国学素养的培育，使专业教育升格

至“道”的培育和综合能力的养成。 
 
注释： 

 
① 参见仲伟合教授在“第四届全国翻译院系负责人联席会议”上题

为“翻译专业教学基本建设”的发言(2008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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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logical edification for translation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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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promoting our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ivation of 
translation majors from the essence of sinological edification. Translation means not only interlingu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but also intralingual interpretation. To fulfill the grand mission of exchanging cultures, 
a translator should first of all have good command of interpreting tradition inherited from his/her own culture. 
Sinological edification means subtle absorption, preservation and creation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 tradition as well as 
authority. The status of edification could present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produce all-round 
translators. 
Key Words: sinology; translation studies; edification 

[编辑: 汪晓]  


